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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互动: 邻避抗争中的国家 － 社会关系
———基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林雅玲
(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内容提要】自 2007 年厦门 PX 事件以来，邻避抗争的发展愈演愈烈，成为学
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力图通过 6 个邻避案例的比较归纳，将邻避抗争置于
“抗争政治”的框架下理解。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回顾梳理出民众暴力、低暴力
和非暴力的抗争方式，以及政府回避、妥协、协商、压制的应对策略，形成基
本的分析框架。其次通过案例的比较形成 “政府的封闭决策 － 受阻的体制内申
诉渠道 － 行动者的抗争表演 － 政府的应对策略 － 不同的抗争结果”这一基本抗
争路径，并发现民众与政府在邻避抗争中是一种 “协商互动”的关系。最后
通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发现，邻避抗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民社会
的成长，但未制度化的 “协商互动”关系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言没有
实质性的改变。
【关键词】协商互动 邻避抗争 抗争政治
一、导 言
自 2007 年厦门 PX 事件以来，邻避抗争的发生愈演愈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邻避抗争由政府安置的邻避设施 ( NIMBY facilities) 所触发，因损害了周边居民的经
济、政治、社会和环境利益而引发具有权利意识的民众的反抗，进而出现了政府与民众
间不同程度的协调或对抗，导致邻避抗争发生。
面对邻避抗争不断涌现的状况，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邻避抗争进行考察。一
是对邻避抗争本身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从民众和政府两个方面探讨邻避抗争的影响因
素，以及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中介效应; 二是从民众和社会组织的角度出发，在社会层面
讨论市民 S 意识觉醒和环境市民社会的建设; 三是从政府的视角出发，在制度层面探究
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问题。从微观的个体与事件层面，到宏观的制度与社会层面，邻避
抗争不仅是一种环境维权抗争，也是一种由民众行动与政府作为所形塑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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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本文试图结合并创新上述部分路径，将邻避抗争置于 “抗争政治”的框架下理解，
通过多案例的比较研究，考察政府与民众在邻避抗争中的互动，运用机制 － 过程的分析
方法考察邻避抗争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总结邻避抗争的基本路径，并简要讨论其对市
民社会建设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 概念界定
“邻避抗争”是指由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抗争运动。目前国内对由邻避所造成的社
会运动有诸多概念称呼，包括邻避型群体事件、邻避运动、邻避冲突、邻避效应、邻避
危机等。在笔者看来，这些概念各自包含的正面或负面含义不足以涵盖邻避引发的抗争
行为所具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而在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的界定较为宽泛，不仅包括反
常规的、破坏性的抗争运动，也包括合法性的集体维权，因此以抗争的概念来理解邻
避，更能统摄不同形式的邻避行为。［1］
(二) 文献回顾
本次文献综述始于抗争政治理论，简要梳理西方抗争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并回顾目
前国内对邻避抗争的研究现状及其影响的讨论。
1、抗争政治
在西方语境中，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社会运动理论阶段、革
命理论阶段和抗争政治阶段，最后形成了作为集大成的抗争政治理论。［2］抗争政治指的
是一种行动者和政府间的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为共同利益 /
共同计划而导向协同努力的要求，政府则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提出者抑或第三方
介入其中”［3］［p248］。抗争表现为由具有政治身份的行动者发起，进行一些具体的抗争表
演，向抗争客体即政府提出要求的过程。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要超越传统理论
研究的局限，将所有抗争行为的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下，运用相同的概念、分析方法
和相似的结论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2］
目前国内运用西方的抗争理论对抗争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针对农
民维权抗争，学者们提出了诸如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身抗争和草根动员等的概
念［4］; 针对城市工人的抗争研究，佟新［5］提出了文化与市场取向并存的抗争模式，李静
君提出要“重返阶级”［6］; 针对城市业主维权活动，陈鹏［6］提出“法权抗争”的分析范
式，并将之具体化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 “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 针对
环境抗争，冯仕政［7］发现城镇居民面对环境危害时的行为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社会
经济地位越高、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就容易进行抗争，陈涛和谢家彪［8］则在农民环境
抗争的质性研究上提出了 “混合型抗争”的解释框架。这四种抗争基本涵盖了中国目
前国内的抗争研究，而邻避抗争作为环境抗争的一种亚类型，隶属于 “侵权 － 抗争”
的逻辑框架，理应进入抗争政治的视野。
2、邻避设施与邻避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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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 ( NIMBY) 一词，来自于英文词组 Not In My Backyard ( 不要在我家后院) 的
缩写，该 词 表 达 出 人 们 对 此 类 设 施 的 不 欢 迎，故 称 为 “邻 避 设 施” ( NIMBY
facilities) 。［9］邻避设施种类繁多，按照邻避效果可分为不具备邻避效果 ( 如社区公园和
图书馆) 、轻度邻避效果 ( 如车站和医疗中心) 、中度邻避效果 ( 如疗养院、高速公路)
和高度邻避效果 ( 如殡葬场、垃圾焚化厂和核电站) 。［10］具有一定邻避效果的设施包含
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外部效应，包括环境生态和经济社会的影响;
二是成本与效益的不均衡分布，即邻避设施通常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但其环境和经济
的成本则集中在特定人群 /地区。［11］邻避设施所具有的特定负外部性和公平性问题为邻
避抗争的发生埋下伏笔。
由邻避设施的两个特征引发的风险认知和恐惧心理、相对剥夺感，以及对政府及项
目建设者的不信任和地方依恋 ( place attachments) ［12］五个要素影响邻避抗争的发生。有
学者根据预期损失和不确定性两个维度，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四类，即风险集聚
类、污染类、污名化类和心理不悦类。［13］这些邻避事件的发生不仅在于风险和利益感知
的不同［14］，还因为市民参与的缺失。多数实证案例表明，邻避抗争的发生是由于政府
选址决策的“决定 － 宣布 － 辩护”模式，即政府在初期决策时依据专家意见封闭进行，
之后公布决策并要求民众履行社会责任。［9］也有经验研究表明，决策过程中征询社区的
意见更有利于邻避项目最后的成功。［15］因此，邻避设施的固有特征、政府决策不当和民
众的心理认知三者共同促成了邻避抗争。
3、邻避抗争与市民社会
正是因为邻避抗争涉及政府决策的开放性问题，许多研究者将其纳入民主政治范畴
考察，并讨论其对市民社会建设的作用。而抗争作为一种向行动者的客体提出要求的过
程，涉及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所以，邻避抗争对市民社会的建设可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
演变的新进展。
邻避抗争作为一种环境抗争，由市民在私领域生成的权利意识所推动，并于公共空
间促进了市民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首先，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意识
解放，市民权利意识开始萌发、成长，个人能够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保持权利不受侵犯，
因而当邻避设施的设置引起居民的风险感知和利益受损时，他们能够向政府表达不满和
抗议。此时的民众已成为向国家协商和宣称自身市民权利、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生物市
民”［16］，他们争取并维护自身的权益。其次，政治空间的部分开放促使市民能够与政府
对话，并协商解决问题。一般而言，大多数邻避抗争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因为抗
争者只有将其“问题化”，即采用各种策略和技术将利益诉求建构为危及社会稳定的群
体性事件，才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7］但与之矛盾的是，抗争的手段越激烈则越可能
受到镇压。卜玉梅［18］以反建 X 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表明，在政府相关部门未能及时防
备时，邻避抗争能够获得一定的关注，但在一次动员之后，政府的介入反而会使抗争陷
入低潮，需要通过二次动员并以温和的手段保持邻避抗争的行进。但刘小青和任丙
强［19］通过“怒江”建坝决策中环境政治参与的三个阶段——— “专家讨论、媒体传播”、
“ENGOs 倡导的全民网络”和“ENGOs 介入政治协商”，表明多方的参与可以顺利促使
政府开放并共同协商解决方案。虽然在强势集团的压力下，市民的抗争具有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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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0］，但这些举动激发了民众的抗争意识和参与意识，并在环境抗争的 “扩散效
应”［21］下，后续参与邻避抗争的市民找到了较为良好的抗争策略和与政府对话的较为有
效的渠道。不过，多数抗争案例的成功是通过制造群体事件，并借助媒体的传播向有关
部门施压，才达成与政府对话的目标。所以，就目前文献来看，邻避抗争对市民社会的
建设作用是存疑的，因为邻避抗争只是通过体制外的抗争将原本体制内的渠道疏通。
4、简要的评述
通过以上邻避抗争的文献梳理发现，邻避抗争可以作为一种抗争政治来理解，并通
过抗争中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目前国内的抗争研究虽然兴盛，但
邻避抗争很少被作为一种抗争运动给予考察，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将邻避抗争作为一种社
会运动来考察其发生的原因、过程机制和影响。虽然有很多文献从抗争者的视角详细描
述案例发生的过程，也有很多文献从政府的视角对邻避抗争的治理提出诸多意见，但较
少有文献对政府与民众的互动过程及其互动关系进行详细的考察。因此，本文通过多个
邻避抗争案例的比较归纳，考察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策略，总结其形成的基本路径和特
点，并简要讨论邻避抗争对市民社会建设的意义。
三、分析框架与案例选择
(一) 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对抗争运动的分析包括三个步骤: 对过程的描述，将过程分解为一些基
本原因，以及将原则集合为更一般的发生过程的描述，换言之，是对抗争的事件、情
节、机制和过程进行分析［3］。本文试图将行动者的策略或行动作为引导事件发展的线
索，将关注点放在抗争双方的互动策略以及各自的策略如何引发对方的行动，并关注这
些行动对事件结果的作用。
从抗争主体即 政 治 行 动 者 来 看，在 抗 争 中，他 们 需 经 历 了 “动 员 － 参 与 － 遣
散”［3］［p45］的基本过程。抗争者最初的动员中可能采取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有研究
表明，在线业主论坛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22］在参与中使用的策略按照性质可以
分为暴力与非暴力［23］，也有学者按照激烈程度将抗争手段分为暴力、低暴力和非暴
力［24］; 当面对政府的压制，抗争群体可能出现遣散、壮大抗争队伍或寻求第三方的帮
助等暴力或非暴力的应对方式。
从抗争客体即政府来看，有研究者构建了三层模型，将政府行动者分为上级政府和
地方政府，二者对抗争者分别有不同的态度。［23］［25］由于本研究集中探讨政府与民众的互
动过程，故只将地方政府纳入考虑范围。在邻避抗争中，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或地方政绩
会采取诸多措施尽可能使邻避设施落户到本地区。从分类学角度看，地方政府的回应策
略大体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限制、打击和镇压方式; 第二类，依法依理分类处置，
或者协商让步，或者依法限制和打击; 第三类，退缩、敷衍甚至一味迁就。［24］处置的良
性手段包括信息沟通、官民互动、制度缓解等若干方面，具体措施包括在各类媒体上发
布公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民座谈会，采取暂停搬迁、补偿回馈、自愿申请、全民讨
论等做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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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案例
本研究采取多案例比较进行归纳分析。首先根据已有的研究资料和网络新闻资料，
整理出的自 2007 年以来已经完结的影响较大的邻避抗争。表 2 中的邻避抗争是各省市
较为典型的邻避抗争案例，这些案例的资料较为完整，涉及到民众的集体行动和政府的
回应，能够进一步进行分析; 其他事件诸如 2015 年上海金山化工厂事件和 2014 年杭州
萧山垃圾焚烧厂事件因官方封锁消息或已有的研究资料较少，故不予以列出。
表 1 自 2007 年起国内影响较大的邻避抗争及其结果
省份 典型邻避抗争案例 结果
北京
阿苏卫垃圾焚烧事件 ( 2013 年) 居民搬迁、垃圾焚烧厂建成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 ( 2007 年) 缓建
西二旗反餐厨垃圾站事件 ( 2011) 迁址
上海
磁悬浮事件 ( 2008 年) 缓建
松江垃圾焚烧厂事件 ( 2012 年) 迁址
福建 厦门 PX 事件 ( 2007 年) 迁址
广东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 2009 年) 迁址
辽宁 大连 PX 事件 ( 2011 年) 迁址
浙江 宁波 PX 事件 ( 2012 年) 缓建
云南 昆明 PX 事件 ( 2013 年) 停建
四川
成都彭州 PX 事件 ( 2013 年) 停建
什邡钼铜事件 ( 2012 年) 项目叫停，一年后重启
江苏 启东造纸厂事件 ( 2012 年) 停建
天津 蓟县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 ( 2016 年) 提供赔偿，但污染未解决
其次，从已有案例中，本研究基于以下标准选择研究案例。一、事件在当时引起持
续关注、报道并产生较大的后续影响，有充足的新闻资料和研究资料; 二、事件演变过
程完整，发生的周期较长，涉及多个阶段，并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的民众和政府的多种行
动策略; 三、事件涉及多种类型，既包括公共型邻避设施，也包括商业型邻避设施，事
件的结果和发生地区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依据这三个原则，借鉴 EISENHＲADT 指出
的 4 － 10 个理想案例的规模［26］，本研究选取了 6 个案例进行分析。它们分别为厦门 PX
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事件、四川什邡钼铜事件、江苏
启东造纸厂事件和昆明 PX 事件。
最后，本研究的案例资料来源于门户新闻网站、新闻媒体报道和中国知网中已发表
的期刊对研究案例的详细描述。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如有涉及相关案例信息的阐述，则
会对引用的新闻资料或研究资料进行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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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避抗争的基本路径
通过 6 个案例的归纳比较发现，邻避抗争的发展有其基本路径。首先，邻避抗争始
于政府的封闭决策，即政府对邻避设施的 “秘密上马”引起民众的不满; 其次，体制
内的申诉渠道的堵塞，民众的申诉或意见反映得不到回应，故选择体制外的渠道与政府
进行对话; 再者，民众借助网络媒体或自媒体动员，进行各类抗争表演，而政府针对民
众的抗争行动做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并由此引发民众不同的行为反应，如此，政府与民
众的互动循环往复地进行，直至一方妥协或双方满意的局面; 最后，因民众和政府力量
对比的不同或抗争的影响力不同，邻避抗争在民众与政府的不同互动形式下出现了不同
的抗争结果。
1、始于政府封闭决策的邻避抗争
邻避抗争的发生一般源于政府对邻避设施的安置的封闭式决策，换言之，政府初步
判定邻避设施会引发居民的反抗，故采取隐秘而强制的方式推行，但最终都如其所愿。
在选定的 6 个案例中，邻避设施落户地区的周边居民一般在项目环保评估公示阶
段、政府发出通告 ( 如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事件和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 ，或是已经开工
了、新闻媒体对其进行报道 ( 如什邡钼铜项目和厦门 PX 事件) 才知晓邻避项目落户的
消息。并且，即使地方政府声称项目已经获得国家相关部门批准，通过环保部门的环保
评估，程序正当，在后来市民要求公开环评报告时，地方政府仍然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
不予公开 ( 如昆明 PX 事件) ，甚至重新进行环保评估时，发现得出与原有评估报告完
全不一致的结论。例如在厦门 PX 事件中，国家环保总局在事件后期重新进行区域环保
评估，报告结论为“厦门市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同时，报告
披露了 PX 项目投资方环保未验收即投入生产，污染排放未达标的问题。①
因此，政府的封闭决策和不诚信行为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知情权受损的情绪
化心理，加之民众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和避险心理，奠定了邻避抗争发生的心理
基础。［15］
2、受阻的体制内反馈渠道是邻避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
我国《宪法》第 41 条规定市民有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市
民向有关国家机关的申诉大多没有回应，邻避抗争中的申诉大多也是如此。在阿苏卫垃
圾焚烧厂事件中，当地居民最开始以电话、电子邮件、社区论坛、巡游等方式扩散和传
播信息并向政府表达反建诉求时，当地政府采取了回避的冷漠态度。［27］而在启东造纸厂
事件中，当环保主义者和大批市民自愿参加街面宣传引发较大反响时，启东市政府才派
出代表接受请愿书。［28］地方政府在面对当地市民的申诉时，不仅有以回避或协商的态度
应对，还包括使用强硬的态度拒绝市民的申诉。在厦门 PX 事件中，由厦门大学教授赵
玉芬院士发起的“关于厦门海沧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在两会期间公布，但市政府不
仅没有采纳建议，反而加快了设施的建设速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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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邻避抗争的第二个诱发因素是体制内反馈渠道的堵塞。当居民通过体制内的
申诉渠道无法获得回应或获得强硬的回应时，便会通过体制外的抗争向当地政府施加压
力，以促成双方的协商对话。
3、行动者的抗争表演
当抗争行动被激发时，行动者会通过一系列后天的 ( learned) 、即兴的抗争表演向
政府表达诉求。随着抗争表演常规化，便形成了特定的 “抗争剧目”而作用于 “提出
要求者 － 要求对象”配对组合。 “剧目因时、因地、因配对组织之不同而发生变化”，
但总体而言，成功的抗争剧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吸取了此前发生的斗争经验，发展出
诸如公开集会、媒体声明、示威及请愿相结合的做法，同时避免以自杀式炸弹袭击、扣
押人质以及自焚的方式行事。［3］［p23 － 24］因此，在邻避抗争中，虽然有可能出现低暴力或
暴力的行径，但发起人及大多数抗争者主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行事。抗争中的剧目包括
通过媒体发声、拉横幅游行或示威，手持反对标语 “集体散步”或穿特定的服装、戴
含反对标识的口罩在集会点静静地站立等。
抗争表演并非一次选择一种剧目即可达到引起政府关注、甚至与政府对话的目的，
而是需要有层次地推进，甚至反复进行。例如在考察的 6 个案例中，抗争者大多先选择
通过媒体发声，或通过网络自媒体联络传播形成舆论，当舆论无法得到政府明确的回应
或回应无法使抗争者满意时，便选择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而且这种线下游行的方式也
非一次成功，例如在什邡钼铜项目中，抗争者经历了两天的游行。因此，正如蒂利［3］所
言，当抗争者提出的要求关乎日常生活、抗争本身累积性造成了一种抗争信号、以及政
府当局面对抗争采取的行动，三个因素促成抗争的变化，这也让行动者不断改变其抗争
剧目，以达到其抗争目的。
4、政府的应对策略
面对抗争者不同的抗争剧目，地方政府也有多种方式应对，包括回避、压制、协商
和让步。一般而言，最开始采取回避态度的政府会因抗争者后续行动变得被动，如在厦
门 PX 事件中，最后是由国家环保总局介入才解决相关问题。其次，政府的压制行为或
强硬态度反而会激起民众进一步的抗争行动，如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广州市政府在
媒体通报会上的强硬态度反而招致千人抗议。［30］再者，政府过于妥协的态度虽然有利于
民众的抗争，但反而容易出现部分抗争者的暴力行为。例如在启东造纸厂事件中，民众
在示威过程中，出现民众掀翻汽车、捣毁电脑等暴力行为，市长被强行套上抵制宣传
衣，市委书记不肯穿宣传衣遭民众扒光上衣，并出现少量民众受伤的情况。① 最后，政
府应对民众抗争的最佳方式是以协商的方式听取民众诉求，通过宣传相关知识、带领民
众进行项目考察的方式来获得民众的认可。但是根据邻避设施类型的不同，也会出现不
同的协商情况。对于公益型邻避设施，番禺的居民和阿苏卫的居民在与当地政府多次讨
价还价并保证环保条件的情况下，最终都实现了落户，而对于商业型邻避设施大多出现
迁址、缓建或项目叫停的情况。因此，当政府安置符合民众利益的邻避设施，并采取协
商的应对策略时，更能实现“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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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导向不同抗争结果的“协商互动”
从行动者的抗争表演和政府的应对策略可以看出，抗争的结果来源于民众与政府的
多轮互动。首先，国家对政治空间的部分开放和民众私领域的权利意识的增长是抗争得
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其次，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导致其无法运用暴力强制的措施来应对
抗争; 再者，民众的理性抗争方式给政府施加了舆论压力，迫使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
应对; 最后，由于公共型邻避设施的特殊性，政府与民众双方能够以相互妥协的方式解
决问题。因此，邻避抗争实质上源于国家力量的退让和社会力量的成长，致使民众与政
府能通过较为平等的协商方式来处理邻避问题。
在邻避抗争中，有三种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分布方式，即国家强 － 社会弱、国家弱 －
社会强和国家与社会能平等较量，在此，国家和社会的代表分别为地方政府和抗争群
体。就研究的 6 个案例而言，启东造纸厂事件是国家弱 － 社会强的代表，当启东市政府
组织各方参与沟通交流会但未达成一致时，仍允许发起人递交游行申请并举行示威活
动，政府在其中保持极大的克制，并发布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的通告。
而其他案例均可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势均力敌，如在厦门 PX 事件中，抗争者与地方政府
僵持对峙，最后由上级的干预才解决问题; 在番禺和阿苏卫两个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事件
中，双方通过多轮协商，民众因最开始政府的强硬回复或不予回应而进行抗议，政府在
事件升级后选择通过媒体发布会、座谈会、业主代表大会等方式回应邻避设施的相关问
题，双方通过媒体进行对话，最后通过政府安排项目考察来解答民众的疑惑，同时双方
达成了垃圾分类的共识并实施相关管理条例。有学者将这种国家与民众的关系称为 “策
略性均衡”，即双方在策略性行动中达致一种动态性的平衡。［31］但笔者认为，这种国家
与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协商互动，即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以抗议的方式和媒体渠道进
行协商，以解决邻避项目的相关问题。这种互动方式立基于中国威权体制的调适性和抗
争群体的理性应对，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32］［33］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 6 个邻避抗争案例的比较归纳发现，邻避抗争的发生源于政府的封闭式
决策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体制内申诉渠道的受阻。通过对民众抗争策略和政府应
对策略的分析发现，民众以非暴力为主的理性抗争有相似的抗争剧目，政府的策略也基
本以和平应对为主的方式吸纳抗争民众。在此，网络、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成为民众抗
争联结的互动平台，和政府与民众话语权争夺的场所。对于整个抗争过程，民众的抗争
路径经历从体制内申诉转向体制外抗议的过程，而政府的应对路径也基本经历了回避 －
强硬回应 － 协商 － “制造同意”和回避 /强制性回应 － 协商 /妥协两种过程，前者民众
的抗议较不激烈且规模较小，最终使得邻避项目落户，后者由于规模大或激烈的抗议，
一般使得项目停建或迁址。因此，邻避抗争的结果取决于互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
式，当互动双方势均力敌，并以协商的方式进行互动，最终都能取得较好的抗争结果。
对于邻避抗争中的协商互动，我们似乎能够发现市民社会成长的影子。有学者认为
邻避抗争是现代科技发展、市民权利意识成长和环境保护意识兴起及现代民主政治发展
36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二○一九年第三期
共同作用的结果; ［20］正是邻避抗争孕育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环境市民，并与社会组
织的创立一道促成了市民社会的建设。［34］但也有学者认为并非威权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促
成了邻避抗争，而是中国特殊的政治机会结构使行动者们发现，去政治化的立场和自律
的组织制度更能改变政府的政策［35］，因而选择了理性化的抗争方式。在这一过程中，
与其说是市民社会的自我壮大，不如说是国家的有意培养和社会的策略性生长的共同作
用，壮大了市民社会的力量。虽然，实证经验表明，多方合作更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
决［19］，但面对中国地方政府“条块分割”的局面，各地政府无法在持续的邻避抗争中
逐渐学习，形成有效应对民众诉求的体制内机制，导致“民众通过体制外的抗议进行申
诉，而政府以维稳思路和运动式治理的模式来集中应对”的局面出现。所以，国家未能
以制度化的方式面对抗争运动，是市民社会成长的一大阻碍。
因此，邻避抗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但就国家与社会关系而
言，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改变。在邻避抗争中，民众多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而政
府多以妥协 /协调的态度吸纳民众的诉求，出现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协商互动，并
在互动中达成意见一致，但该种非制度化的协商互动方法无法保证下一次邻避抗争发生
时，仍以较为平稳的方式收场。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具有路径依赖的特
点，但本研究选择的 6 个案例无法证明“协商互动”能够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稳
定关系模式，这一假设需要后续更多的历时性案例予以证明。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及之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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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State-social Ｒelations
in the NIMBY Conten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Multiple Cases
Lin Ya-ling
(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Xiamen University at Xiamen，Fujian，361000)
【Abstract】Since the Xiamen PX incident in 2007，the development of the evasion of resistance has intensified
and become the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contentious
politics'by comparing the six NIMBY contention case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method of civil
contention———violence，low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as well as the government's coping strategies———
compromise，negotiation and suppression， to form a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Secondl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ases，the basic defense path of‘closed decision-making by the government-the appeal channel
within the blocked system-the protest performance of the actor-the government's coping strategy-different
resistance results'was formed，and people and government were found to be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Medium
is a relationship of‘negotiating interaction’． Finally，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it is
found that though the evasion of resistance ha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to a certain extent，the un-
institutionalized way of‘consultation and interaction'has no substantive changes in China's state and social
relations．
【Keywords】Negotiation Interaction; NIMBY Contention; Contentious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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